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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歧视导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吗

——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再讨论

江求川 1 鲁元平 2, 3

摘要：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变化促使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间收入差距呈现新态势，有关户籍歧

视是否依然存在的争论越来越多。本文用双重去偏机器学习方法重新检验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

中的户籍歧视现象。经验分析表明：第一，迁移溢价干扰了对户籍歧视的识别，考虑迁移溢价因素后

户籍歧视现象更加明显；第二，用双重去偏机器学习方法选择更加符合条件独立性假设要求的模型后，

农业户籍对劳动者小时工资收入、全年总收入和全年工资收入均有负面影响，且对小时工资收入的负

面影响更为显著；第三，经双重去偏机器学习修正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表明，农民工和城镇

职工收入差距中大约有 8%～15%属于户籍歧视；第四，Oster检验证实双重去偏机器学习的估计相较

OLS估计更加可靠，不同机器学习算法下的双重去偏机器学习估计与Lewbel工具变量估计也表明本

文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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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城市偏向型政策和

制度应运而生（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虽然大多数城市偏向型政策和制度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

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户籍制度改革却久攻不克（蔡昉，2023）。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

乡居民的发展机会不均等。尤其是 20世纪 80年代之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城乡居民的

发展不均衡问题快速凸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镇职工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就业机会差

距（Meng and Zhang，2001；邢春冰，2008；章莉等，2014；孙婧芳，2017；Ma，2018；吴彬彬等，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代际收入流动阻碍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编号：22BJL074）

的资助。本文通讯作者：鲁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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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不少学者认为，城镇职工与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源于劳动力市场针对农民工的户

籍歧视（吴珊珊和孟凡强，2019），甚至有研究表明户籍歧视构成了城镇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的主

体（谢嗣胜和姚先国，2006；邓曲恒，2007）。然而，也有学者发现，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特征已经消失，针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正在减弱，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工资

收入出现了缓慢的趋同（吕炜等，2019；许岩，2022），甚至出现了针对农业户籍的优待或“反向歧

视”（章莉和吴彬彬，2019）。那么，户籍歧视导致的城镇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真的消失了吗？

一直以来，针对城镇职工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被差别对待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农民工的农业户

籍身份（孙婧芳，2017；吴彬彬等，2020；孟凡强等，2022）。从人口迁移角度看，收入增长是移民

选择流动的主要动机之一，对农民工流入城市而言更是如此。经验证据表明，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人

口迁移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较为明显（孙三百，2015）。农民工的迁移人口和农业户籍双重身份意味

着忽略任何一种效应都会影响对另一种效应的精确识别。虽然已有文献注意到农业户籍身份对识别流

动人口迁移溢价的潜在干扰（刘金东等，2020；黄静和祝梦迪，2022），但在识别户籍歧视对劳动力

收入的影响时，鲜有研究关注迁移溢价的潜在干扰。

识别农业户籍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实证检验时必须考虑农业户籍和迁移人口这

两个变量的潜在内生性。以往文献几乎均在条件独立性假设（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简

称CIA）成立的前提下估计农业户籍的收入效应，或对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收入均值和分布进行分解

（刘金东等，2020；邢春冰等，2021；孟凡强等，2022）。CIA要求观察到的个体特征信息足够充分，

足以包含所有与户籍身份、迁移身份和潜在收入同时相关的信息。但是，以往研究大多数只控制了非

常有限的个体特征信息，CIA是否成立成为识别户籍歧视存在与否的关键。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三点。第一，本文提供了潜在遗漏变量问题有可能对户籍歧

视识别造成严重影响的证据，对以往研究结论做出了补充。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除包含以往研究中的

常规变量外，还包含个体职业声望、身体特征、家庭背景等信息。然而，实证结果表明，即便如此丰

富的控制变量也无法完全排除遗漏变量造成的影响。第二，本文为回答 2012－2021年这一阶段的城

镇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中是否依然存在户籍歧视问题提供了更加稳健的证据。本文在识别农业户籍

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时排除迁移溢价的干扰，并同时考虑这两个关键变量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不仅补

充了户籍歧视研究和迁移溢价研究这两类文献，也为城镇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中的户籍歧视识别提

供了更稳健的结果。第三，为尽可能识别出农业户籍对收入的影响，本文使用Chernozhukov et al.（2018）

提出的双重去偏机器学习（double debiasedmachine learning，简称DML）方法，不仅在研究方法上丰

富了户籍歧视研究，也为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项目评估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支撑。

二、文献回顾

经济学研究一直对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有浓厚兴趣，因为劳动力市场分割不仅导致低效率，还会

加剧经济不平等。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无疑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特征之一。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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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业户籍劳动者的规模不断扩大，农村流动人口与城镇本地职工

在就业和收入获得方面的差异引起广泛关注。早期的大量研究发现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只有较少的部分可以由两个群体间的特征差异解释，超过 50%的差异是不可解释的，这部分差异通

常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针对农业户籍的歧视（王美艳，2005；谢嗣胜和姚先国，2006；邓曲恒，2007）。

2005年之后的研究通过对新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各类针对农业户籍的歧视现象出现了新

特征。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虽然户籍歧视导致的收入差距仍然不可忽视，但出现了明显的减弱趋势

（邢春冰，2008；章莉等，2014；孙婧芳，2017；于潇和孙悦，2017）。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劳动

力市场的供需结构变化和制度变化的综合结果（孙婧芳，2017）。

户籍歧视现象的新趋势促使后续研究朝三个方向发展。一是聚焦于户籍歧视的其他表现形式，如

就业的户籍歧视（章莉和吴彬彬，2019；吴彬彬等，2020）；二是考察农民工和城镇职工收入的趋同

速度（陈珣和徐舒，2014；吕炜等，2019；胡凤霞和叶仁荪，2019；许岩，2022）；三是探究是否存

在针对外来农民工的“反向歧视”（陈昊等，2017；章莉和吴彬彬，2019；邢春冰等，2021；孟凡强

等，2022）。与早期户籍歧视研究将“流动人口”“农业户籍人口”“农民工”等名词相互替换使用

的做法不同，上述研究开始关注“户籍来源地”与“户籍性质”之间的差异。陈昊等（2017）发现外

地户籍人口相比本地居民有 58.64%的收入溢价，并将这一现象称为户籍所在地的“反向歧视之谜”。

为了避免针对农业户籍的歧视干扰对外地户籍溢价的识别，他们将样本划分为农业户籍和城镇户籍两

个子样本，并证实在两个子样本中均存在外地户籍溢价。但是，这种方式本身并不能说明农业户籍歧

视是否存在。类似地，徐凤辉和赵忠（2014）、邢春冰等（2021）均发现外地户籍获得了收入溢价。

但这些研究均未能充分考虑农业户籍歧视的潜在效应，不能排除户籍歧视存在的可能性。刘金东等

（2020）、黄静和祝梦迪（2022）在研究流动人口工资溢价时控制了农业户籍因素，但户籍因素并非

核心变量，且未考虑潜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对户籍歧视识别的干扰。刘金东等（2020）的结果表明迁移

溢价和户籍歧视均不存在，而黄静和祝梦迪（2022）的结论表明流动人口工资溢价和户籍歧视均存在。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在识别农业户籍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时，鲜有研究关注迁移溢价对结果的干扰。

章莉和吴彬彬（2019）、吴彬彬等（2020）在不考虑迁移溢价的情况下发现农业户籍人口在获得收入

时其实受到了优待。同样是未考虑迁移溢价，孟凡强等（2022）、于潇等（2022）却发现户籍歧视仍

然存在。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城镇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中户籍歧视的影响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索。从

研究结论上看，相关文献大体可分三个阶段：户籍歧视在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中占主导地位阶段、户

籍歧视作用下降阶段和户籍歧视存在性存疑阶段。前两个阶段中大量经验研究结论相对统一，但这些

研究结论均以CIA成立为前提，研究本身均未对CIA成立与否进行讨论。在户籍歧视较为严重甚至作

为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收入差距的主导因素时，CIA不成立所带来的估计偏差可能不会影响对户籍歧视

存在性的判断。但随着户籍歧视的减弱，CIA不成立可能导致户籍歧视的识别结果在存在歧视、存在

“反向歧视”和不存在歧视之间反复。因此，现阶段探讨户籍歧视导致的收入差距是否依然存在，有

必要关注CIA是否成立，并在尽可能满足CIA的基础上识别户籍歧视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户籍歧视导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吗

- 104 -

三、计量方法与数据

（一）计量方法

为将户籍歧视研究的常规方法和 DML方法置于同一框架，本文先考虑 Rubin因果模型。用

irural =1和 irural =0分别表示农业户籍和城镇户籍；
1
iy 和

0
iy 分别表示农业户籍和城镇户籍状态下

的潜在收入，则
1 0

i i iy y   为户籍差异对收入影响的净效应。实践中，只能观察到个体的实际收入 iy 、

与收入相关的特征信息 ix 和户籍状态 irural 。 iy 的表达式为：

1 0 (1 )i i i i iy y rural y rural    （1）

虽然 i 永远无法被直接观测到，但在一定条件下，平均处理效应
1 0( ) ( )ate i i iE E y y    是可

以被识别的。其中，CIA是识别 ate 的重要基础。具体而言，CIA要求在给定可观察的个体特征信息 x
的条件下，户籍身份与个体的潜在收入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即：

1 0, |i i i iy y rural x x  （2）

简单来说，在（2）式成立的条件下，条件平均处理效应 ( ) ( | )ate i ix E x x   是可识别的，即：

( ) ( | , 1) ( | , 0)ate i i i i i ix E y x x rural E y x x rural       （3）

（3）式成立的关键在于CIA保证了 ( | ) ( | , )t
i i i i iE y x E y x rural t  ，其中t =0，1。因此， ( )ate x

可以用观测到的样本信息（ iy , ix , irural ）估计。根据迭代期望原理， ( )ate x 构成识别平均处理

效应 ate 的基础。一般而言， ( | )t
i iE y x 可用参数或非参数方法估计得到。大多数经验研究采用参数

估计方法（刘金东等，2020；黄静和祝梦迪，2020；邢春冰等，2021）。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本文

假定
t
iy 是 ix 的线性函数，即

0 0
i i iy x u  ，

1 1
i i i iy rural x u     ，且 ( | )t

i iE u x =0。其中，
和 为系数，

0
iu 、

1
iu 和

t
iu 为残差项。根据上述假定可构建如下线性模型：

i i i iy x rural u     （4）

（4）式中：
0 1 0( )i i i i iu u u u rural    。 反映的是户籍差异对收入的影响，其估计值是否具

有因果解释能力的关键前提之一在于（2）式是否成立。为了让（4）式更好地满足CIA，最简单的做法

是在（4）式中增加控制变量并提升模型灵活性。然而，经济学理论和经验可能会说明哪类变量是重要

变量，但不一定会说明哪一个变量是重要变量。因此，在实践问题中，变量和模型形式选择并非易事。

近年来，大量机器学习算法被应用到因果识别问题当中，推动了因果机器学习这一新领域的快速

发展。与传统的机器学习研究以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为目标不同，因果机器学习的目标是提升因果识

别的可靠性。对于本文关心的（4）式而言，传统机器学习方法试图提升模型对 iy 的预测能力，而因

果机器学习试图得到 的可靠估计量。理论研究表明，用机器学习算法估计（4）式得到的 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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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致估计量，相应的估计偏差被称为正则化偏差（Belloni et al.，2014；Chernozhukov et al.，2018）。

为解决正则化偏差，需要进一步考虑辅助方程：

i i irural x v  （5）

根据（5）式可以构造（4）式的如下简约型：

i i iy x   （6）

（6）式中：    ， i i iv u   。用机器学习算法分别拟合（5）式和（6）式得到系数

估计量̂和̂。最终， 的估计量 ̂ 构造如下：

  11 1ˆ ˆ ˆ ˆ( ) ( )( )
i

i i i i i i in nrural x rural y x rural x   


     （7）

（7）式中：̂ 被称为双重去偏机器学习估计量。（7）式虽然解决了正则化偏差，但同时也带来

了新问题。由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目标是更好地进行样本内预测，所以通常存在过度拟合问题。（5）式

或（6）式的过度拟合都会导致估计（7）式时出现过度拟合偏差（overfitting bias）。根据Chernozhukov

et al.（2018）的建议，本文使用交叉拟合（cross-fitting）方法来缓解过度拟合偏差。最终的估计过程

如下：先将总样本分为 k份，再用其中的第 j（ j =1,…, k）份 jS 作为测试集，用其余样本 jS 作为训

练集学习（5）式和（6）式，最后将训练集的学习结果代入测试集用于计算（7）式。重复上述过程 S

次，用 S次的平均值作为最终估计结果。

严格来说，所有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均适用于上述估计过程。本文选择 Lasso作为基准回归

中的学习算法，这是目前DML方法中使用最广泛的学习算法（Knaus，2021；Bonaccolto-Töpfer and

Briel，2022）。为了让模型能更好地满足 CIA，研究者需要提供丰富的潜在控制变量集合。在这种

高维数据情形下，基于 Lasso算法的 DML估计同时也发挥了变量筛选功能，这为后续的研究（如

Oaxaca-Blinder分解）提供了基础。当然，就DML估计本身而言，其他机器学习算法同样也可以估

计（5）式和（6）式。为此，本文在稳健性分析部分还采用随机森林、岭回归和弹性网络这些常规

的机器学习算法进行估计。

（二）数据与变量

1.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

于 2012年、2013年、2015年、2017年、2018年和 2021年的 6次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于 2003年

开始，目前由全国 48所高校联合组织实施，每年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多阶分层 PPS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约 10000户家庭。本文选择使用 2012年后的最近 6次调查数据，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关于中

国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研究的分歧主要发生在基于 2005年以后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中，且这些研

究认为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收入在缓慢趋同。使用最新的数据更有利于回应以往研究的分歧，也有利

于观察缓慢趋同后的最新状态。第二，2012年后的CGSS问卷问题设计相对稳定，能最大限度保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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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完整性和变量定义的统一性。

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 18～60岁且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个体
①
，不包含自雇者和个体商户。本文

删除了收入、户籍等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同时为避免离群值的影响，进一步剔除了收入最高和最低

的 1%样本。由于单一年份的最终有效样本量较少，为提高估计效率并兼顾变量定义的统一，本文将

2012年、2013年和 2015年 3年的样本合并，共计 10044个观测值；将 2017年、2018年和 2021年 3

年的样本合并，共计 9767个观测值。

2.变量定义。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者个体的收入。根据CGSS的问卷设计，本文定义 3个反

映个体收入的变量，分别是全年收入、全年工资收入和小时工资。其中，全年收入和全年工资收入根

据受访者对过去一年总收入和职业收入的回答直接获得。根据CGSS问卷，职业收入为劳动者所有劳

动收入。由于本文剔除了自雇、个体商户等无劳动合同信息的个体，故职业收入可作为工资收入的代

理变量。小时工资由全年工资收入和每周工作小时数据估算得到。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受访者是否为农业户籍。CGSS将受访者分为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和居民

户口 3种主要类型
②
。本文将农业户口和取得居民户口前为农业户口的个体定义为农业户籍人口。同

时，为了避免迁移溢价干扰，受访者是否为迁移人口也是本文的核心变量。按照以往研究（邢春冰等，

2021；黄静和祝梦迪，2022）的常见做法，本文将户籍所在地不是本县（市、区）的个体定义为迁移

人口。

在控制变量方面，根据CGSS问卷设计，综合考虑变量可得性、可比性和信息缺失等因素，本文

最终从个体特征、工作特征和家庭背景等信息中选定了 24个主要控制变量、26个潜在控制变量，共

计 50个基础变量，再由这些基础变量的高次项和交互项构成机器学习模型的控制变量集合。

主要控制变量在现有研究的常规控制变量基础上扩展而来。首先，在个体特征变量方面，除了包

含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这些以往研究中的常规变量外，还增加了自评健康、党员身份、

身高、体重、BMI指数等与个人收入相关的变量。其次，在工作特征变量方面，本文控制了比以往研

究更丰富的变量集合，包括工作经验、工作单位所有制、工作单位类型、工作单位规模、工作合同类

型、职业 ISEI得分和职业 SIOPS得分
③
。最后，在家庭背景方面，本文控制了以往户籍歧视研究鲜有

①
将个体样本年龄限定在60岁及以下是现有研究的常规做法（王美艳，2005；邢春冰，2008；章莉等，2014；黄静和祝

梦迪，2022）。本文使用的CGSS样本中，农业户籍人口中大于 60岁的人口占比为 7.3%，城镇户籍人口中大于 60岁的

人口占比为10.1%，二者均不高。

②
居民户口指部分地区取消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划分后的统一户口登记类型。此外，CGSS中的户口类型还包括蓝印户口，

但由于 2000年后各地蓝印户口逐渐被取消，所以样本中蓝印户口较少，这类样本被直接剔除。

③2017年以前的CGSS调查按照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 ISCO-88（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revised

edition 1988）对受访者职业进行编码，2017年以后的调查使用 ISCO-08职业编码。ISCO-88和 ISCO-08可直接与国际标

准职业社会经济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简称 ISEI）、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

（Treiman’s 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简称SIOPS）接驳，用于更精准地刻画受访人职业特征。



户籍歧视导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吗

- 107 -

关注的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父（母）亲职业 ISEI得分、父（母）亲职业 SIOPS得分
①
。

表 1是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2012－2015年 2017－2021年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被解释变量

全年收入 受访者全年收入（元） 44961.994 43164.437 72303.500 183054.964

全年工资收入 受访者全年工资收入（元） 42577.397 33633.585 70028.436 159939.088

小时工资 受访者小时工资收入（元） 19.453 18.067 35.452 85.434

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农业户籍 受访者户籍类型：农业户籍=1，非农业户籍=0 0.352 0.478 0.503 0.500

是否迁移人口 受访者户籍所在地：本县（市、区）以内=1，

本县（市、区）以外=0

0.179 0.384 0.243 0.429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 受访者性别：男=1，女=0 0.567 0.496 0.526 0.499

年龄 受访者年龄（岁） 39.693 10.373 40.458 10.701

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学历：本科及以上，大专，中专或高中，

初中，小学及以下

婚姻状态 受访者婚姻状态：未婚，已婚，其他

自评健康 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很健康，比较健康，一

般，比较不健康，很不健康

党员身份 受访者是否为中共党员：是=1，否=0 0.145 0.353 0.139 0.346

身高 受访者身高（米） 1.669 0.770 1.666 0.790

体重 受访者体重（千克） 63.882 11.511 63.993 12.627

BMI指数 受访者BMI指数 22.844 3.255 22.965 3.667

工作特征变量

工作经验 受访者参加工作以来累积工作年数（年） 15.663 10.602 15.152 11.234

工作单位所有制 受访者工作单位所有制类型：国有或集体，私

营或民营，其他

工作单位类型 受访者工作单位类型：机关或事业单位，企业，

其他

工作单位规模 受访者工作单位人数：1000人及以上，150～
999人，50～149人，10～49人，10人以下，

不确定

①
本文样本中受访者父母职业信息缺失值较多。对于父母职业信息缺失的情况，受访者父母的 ISCO被标记为 9999，相

应的 ISEI得分和SIOPS得分为所有职业的 ISEI均值和SIOPS均值。为了尽可能减少样本损失，本文保留了这些父母职

业信息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并在控制变量中增加了父母职业信息是否缺失的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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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工作合同类型 受访者签订劳动合同情况：无固定期限合同，

固定期限合同，未签合同

职业 ISEI得分 受访者职业 ISEI得分 4.275 1.484 4.207 1.435

职业SIOPS得分 受访者职业SIOPS得分 3.861 1.415 4.170 1.250

家庭背景特征变量

父亲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父亲学历：高中及以上，初中，小学，

未上学，私塾及其他

母亲受教育程度 受访者母亲学历：高中及以上，初中，小学，

未上学，私塾及其他

父亲职业 ISEI得分 受访者父亲职业 ISEI得分 3.519 1.635 3.272 1.627

母亲职业 ISEI得分 受访者母亲职业 ISEI得分 3.178 1.328 2.946 1.382

父亲职业SIOPS得分 受访者父亲职业SIOPS得分 4.065 1.084 4.236 0.914

母亲职业SIOPS得分 受访者母亲职业SIOPS得分 3.915 0.773 4.182 0.692

父亲职业信息缺失 受访者父亲职业信息是否缺失：是=1，否=0 0.120 0.325 0.141 0.348

母亲职业信息缺失 受访者母亲职业信息是否缺失：是=1，否=0 0.244 0.430 0.242 0.429

注：①全年收入、全年工资收入和小时工资均以2021年价格计，表中展示的是原值，后文估计中使用的是对数值。

②所有分类变量（含有序分类变量和无序分类变量）在估计时均转换为多个二元虚拟变量。表中有序分类变量的均值和

标准差无意义，故表中未展示。③连续型控制变量在后文估计时均做标准化处理。④2012－2015年样本和 2017－2021

年样本分别有 10044个和9767个观测值，但小时工资数据存在缺失，2012－2015年样本和2017－2021年样本中小时工

资变量分别只有8767个和8570个观测值。

除上述主要变量外，为了让机器学习算法可以从复杂的变量集合和灵活的方程形式中选出更加符

合CIA的模型，本文还加入了一些潜在的影响收入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受访者的生理

健康、心理健康、网络使用、社交、政治参与、语言能力、家庭结构、性别观念、父（母）亲社会经

济特征等共计 26个变量。

四、户籍歧视效应的估计与分解

（一）户籍歧视效应估计

1.不考虑迁移因素的OLS估计。为便于和已有研究结论对比，本文首先沿用以往研究的常规做法

（章莉和吴彬彬，2019；孟凡强等，2022），在不考虑迁移因素且只加入主要控制变量的情形下估计

农业户籍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表 2（1）列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城镇职工与农民工之间的特征差异时，

2012－2015年，两个群体的小时工资收入相差 36%左右。表 2（5）列结果表明，城镇职工与农民工

之间未调整的小时工资差距在样本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这种未经任何调整的小时工资差距可能完全来

自两个群体间的特征差异。表 2（2）列和（6）列进一步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

等个体特征变量。结果显示，两个群体间的个体特征差异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工资差

异，虽然两组样本的估计结果仍表明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更低，但与城镇职工小时工资的差距已经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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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降。但是，个体特征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两个群体间的工资差异，农民工的小时工资仍显著低于

城镇职工。表 2（3）列和（7）列进一步加入了工作相关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工作经验、工

作单位所有制、职业 ISEI得分、职业 SIOPS得分等。从 2017－2021年样本的估计结果来看，农业户

籍对小时工资的负面影响相较（6）列进一步减弱，而 2012－2015年样本的估计结果表明农业户籍没

有对小时工资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可能还在社会资本、个体性格等方面存

在差异，表 2（4）列和（8）列进一步加入了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 ISEI得分、父母职业 SIOPS

得分等与个人成长环境和社会资本有关的家庭背景因素。从 2017－2021年样本的估计结果来看，农

业户籍对小时工资收入的负面影响相较表 2（7）列结果所体现的进一步下降，2012－2015年样本的

估计结果则表明农业户籍没有对工资收入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

表 2 农业户籍对劳动者小时工资收入影响的OLS估计结果（不区分是否为迁移人口）

变量

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

2012－2015年 2017－2021年

（1） （2） （3） （4） （5） （6） （7） （8）

是否农业户籍 −0.356*** −0.081*** −0.038 −0.023 −0.385*** −0.123*** −0.098*** −0.085***

（0.027） （0.026） （0.025） （0.024） （0.040） （0.029） （0.029） （0.028）

个体特征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工作特征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背景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8767 8767 8767 8767 8570 8570 8570 8570

调整后的R2 0.227 0.361 0.381 0.383 0.186 0.326 0.349 0.352

注：①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②***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综合而言，表 2关于是否存在户籍歧视的结论还不稳健，变量控制方式对估计结果影响较大，既

给出了类似于吴彬彬等（2020）得出的户籍歧视不明显的结论，也得到了类似于孟凡强等（2022）给

出的户籍歧视未能消除的结论。

通过分析表 2的结果不难发现，按照常规方法估计并判断户籍歧视是否存在时，模型选择和变量

控制需要特别谨慎。一方面，有些模型可能无法很好地满足CIA条件，导致结果不稳健，如遗漏重要

变量或者包括了所谓的坏控制变量。另一方面，人口迁移带来的收入溢价已经被大量研究证实（于潇

等，2022），忽略迁移因素也有可能导致迁移溢价和户籍歧视混淆，从而使估计结果不稳健。

2.考虑迁移因素的OLS估计。表 3通过两种方式引入迁移因素：一是假定迁移对工资的影响在农

民工和城镇职工之间不存在异质性，估计结果见其中的（1）列、（2）列、（5）列和（6）列；二是

允许迁移对工资的影响在两个群体间存在差异，估计结果见其中的（3）列、（4）列、（7）列和（8）

列。从表 3（1）列和（5）列结果可发现，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小时工资差距相较表 2中未调整的工资

差距均有所上升，说明迁移溢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业户籍对农民工小时工资收入的负面影响。



户籍歧视导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吗

- 110 -

表 3（2）列和（6）列进一步控制了个体特征、工作特征和家庭背景变量。表 3（2）列结果表明，农

业户籍对农民工的小时工资仍然有显著负面影响；表 3（6）列结果表明，农业户籍对农民工小时工资

的负面影响相较表 2结果略有上升。

迁移溢价在农民工和城镇职工之间可能有差异，这种差异会干扰对户籍歧视的识别。为此，本文

根据劳动力是否为迁移人口和是否为农业户籍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外地城镇户籍

人口、本地农业户籍人口和外地农业户籍人口四类，并以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为基准组重新估计小时工

资方程，回归方程中本地农业户籍变量的系数可以反映户籍歧视效应的大小。表 3（4）列和（8）列

结果表明，相较本地城镇户籍人口，本地农业户籍对农民工小时工资有负面影响，但结论不稳健。此

外，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如果迁移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产生的溢价相同，那么外地城镇户籍和外

地农业户籍的回归系数差异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户籍歧视效应。针对外地城镇户籍和外地农业户

籍回归系数差异的Wald检验表明两个系数存在显著差异。上述检验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户籍歧视并

未完全消失，同时也说明，忽略迁移溢价会干扰对户籍歧视的识别。

表 3 农业户籍对劳动者小时工资收入影响的OLS估计结果（区分是否为迁移人口）

变量

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

2012－2015年 2017－2021年

（1） （2） （3） （4） （5） （6） （7） （8）

是否农业户籍 −0.385*** −0.041* −0.400*** −0.095***

（0.027） （0.024） （0.040） （0.029）

是否迁移人口 0.112*** 0.090*** 0.087** 0.078***

（0.027） （0.024） （0.032） （0.024）

外地城镇户籍 0.151*** 0.125*** 0.117*** 0.075*

（0.029） （0.031） （0.041） （0.037）

本地农业户籍 −0.369*** −0.027 −0.388*** −0.096***

（0.030） （0.024） （0.045） （0.032）

外地农业户籍 −0.290*** 0.032 −0.322*** −0.016

（0.042） （0.038） （0.050） （0.028）

个体特征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工作特征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家庭背景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外地城乡户籍

系数差异检验

132.328 5.341 162.606 6.332

[0.000] [0.028] [0.000] [0.018]

观测值 8767 8767 8767 8767 8570 8570 8570 8570

调整后的R2 0.229 0.385 0.229 0.385 0.187 0.353 0.187 0.353

注：①圆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②***、**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③“外地城乡户籍系

数差异检验”指外地城镇户籍估计系数与外地农业户籍估计系数相等的Wald检验，[]中为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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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虑迁移因素的DML估计。为了使模型能更好地满足CIA，研究者应尽可能以更加灵活的方式

控制所有干扰因素。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Chernozhukov et al.，2018；Knaus，2021；Bonaccolto-Töpfer and

Briel，2022），本文在纳入表3的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其他潜在的控制变量以及所有控制变

量的两两交互项和二次项。除常数项及年份和省份虚拟变量外，共计加入6897个控制变量。为避免高度

共线性，本文对变量进行如下处理：删除99%分位数和1%分位数差值小于 61 10 的变量（2012－2015

年和2017－2021年两组样本分别删除 969个和 1053个变量）；删除相对标准差
①
最小的 10%变量

（2012－2015年和 2017－2021年两组样本分别删除 595个和 587个变量）；删除相关系数高于 0.99

的两个变量中的任意一个（2012－2015年和 2017－2021年两组样本分别删除 240个和 244个变量）。

最终，2012－2015年和 2017－2021年两组样本中用于进行DML估计的变量分别为5093个和5013个。

为提高DML估计的有效性，遵循 Chernozhukov et al.（2018）的建议，本文采用交叉拟合方法

进行估计。基准回归结果中将总样本进行三等分用于交叉拟合，后文将考虑其他等分方式下估计结

果的稳健性。在估计表 4（1）列和（3）列结果时，需要先进行小时工资的 Lasso估计、是否农业户

籍的 Lasso估计和是否迁移人口的 Lasso估计。表 4（1）列和（3）列汇报的是DML估计的最后一

步结果，即三个 Lasso估计的交叉拟合残差回归，因此模型调整后的R2相较表 3更小。类似地，在

估计表 4（2）列和（4）列结果时，需要进行小时工资的 Lasso估计、外地城镇户籍的 Lasso估计、

本地农业户籍的 Lasso估计和外地农业户籍的 Lasso估计，表 4（2）列和（4）列汇报的依然是DML

估计的最后一步结果。

表 4（1）列结果表明，农业户籍对农民工小时工资的负面影响不仅在经济显著性上相较表 3（2）

列有所上升，统计显著性也更强。表 4（3）列结果进一步证实农业户籍对农民工小时工资造成了显著

的负面影响。考虑迁移对工资影响的异质性后，农业户籍对本地农民工小时工资的负面影响依然显著。

此外，与表 3结果相比，表 4结果更加稳健。例如，表 3（2）列和（6）列中是否农业户籍变量的系

数绝对值差异更大，而表 4（1）列和（3）列结果中是否农业户籍变量的系数绝对值差异更小。类似

地，表 4（2）列和（4）列结果的差异相较表 3也更小。2012－2015年和 2017－2021年两组样本的

时间跨度不大，户籍歧视在两个样本期内发生显著变化的可能性也不大，更加稳健的结果表明DML

估计结果更加可信。据此，本文认为表 4的结果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状况。

表 4 农业户籍对劳动者小时工资收入影响的DML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

2012－2015年 2017－2021年

（1） （2） （3）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是否农业户籍 −0.051** 0.020 −0.070*** 0.022

①
根据Belloni et al.（2014）的研究，相对标准差为原始变量的原始标准差除以变量 99%分位数和 1%分位数的差值得

到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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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是否迁移人口 0.112*** 0.020 0.087*** 0.021

外地城镇户籍 0.139*** 0.029 0.081** 0.032

本地农业户籍 −0.045** 0.022 −0.065*** 0.023

外地农业户籍 0.049* 0.028 0.030 0.029

外地城乡户籍系数

差异检验

6.102 1.841

[0.014] [0.178]

观测值 8767 8767 8570 8570

调整后的R2 0.094 0.094 0.076 0.075

注：①标准误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②***、**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③“外地城乡户籍系

数差异检验”指外地城镇户籍估计系数与外地农业户籍估计系数相等的Wald检验，[ ]中为 p值。④本表为DML估

计的最后一步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小时工资 Lasso估计的交叉拟合残差，每个解释变量均为对应 Lasso估计的交叉拟

合残差。

（二）稳健性讨论

本文从四个方面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行讨论。一是调整被解释变量，用全年收入和全年工资收

入替换小时工资；二是在DML估计中采用其他样本分割方式进行交叉拟合；三是用其他机器学习算

法替代Lasso算法；四是采用Oster（2019）的系数稳定性检验和Lewbel（2012）的工具变量估计审查

潜在的遗漏变量对基本结论的影响。

1.替换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未必能很好地反映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全部回报，例如兼职

创业者的创业收入可能不在工资收入中统计。部分研究甚至认为迁移人口的被迫创业行为是导致迁移溢

价现象的关键原因之一（刘金东等，2020；黄静和祝梦迪，2022）。这是不是意味着使用全年收入就会

发现农业户籍人口被优待的现象？鉴于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全年收入，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表5结果显示：（1）列和（2）列中是否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系数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

使用DML估计后，是否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对全年收入的影响仍然不显著；而2017－2021年样本

的估计结果仍然证实农业户籍人口在获得收入时面临一定的户籍歧视。因此，总体而言，本文的基准结

论是稳健的。

表 5 农业户籍对劳动者全年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全年收入

2012－2015年 2017－2021年

OLS OLS DML DML OLS OLS DML DML

（1） （2） （3） （4） （5） （6） （7） （8）

是否农业户籍 0.004 −0.012 −0.053*** −0.027

（0.019） （0.019） （0.018） （0.018）

是否迁移人口 0.132*** 0.164*** 0.130*** 0.139***

（0.020） （0.019） （0.019）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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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外地城镇户籍 0.152*** 0.169*** 0.112*** 0.119***

（0.027） （0.027） （0.027） （0.027）

本地农业户籍 0.012 −0.020 −0.060*** −0.043**

（0.021） （0.020） （0.019） （0.020）

外地农业户籍 0.125*** 0.136*** 0.082*** 0.111***

（0.026） （0.029） （0.026） （0.025）

观测值 10044 10044 10044 10044 9767 9767 9767 9767

调整后的R2 0.366 0.366 0.100 0.100 0.381 0.381 0.082 0.082

注：①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②***和**分别表示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③DML估计结果为DML估计的

最后一步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全年收入Lasso估计的交叉拟合残差，每个解释变量均为对应Lasso估计的交叉拟合残差。

劳动者的小时工资数据需要利用全年工资收入和每周工作小时数进行估算，这一过程不仅会导致

样本量损失，还有可能引入更严重的测量误差。为此，本文用全年工资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

计表 4中对应方程的结果，估计结果如表 6所示。从 2012－2015年的DML估计结果看：（3）列中

是否农业户籍的系数为−0.030，虽然统计上不显著，但其 p值仅为 0.110；（4）列中本地农业户籍的

系数为−0.038，在 10%统计水平上显著。可见，表 6（3）列和（4）列的结果与表 4（1）列和（2）列

的结果基本一致。同样，与表 4（3）列和（4）列结果对比，表 6（7）列和（8）列的结果也支持了本

文的基本结论。

当然，直接使用全年工资收入进行估计有可能低估户籍歧视效应。例如，农民工为追求更高总收

入而采取过度劳动行为（刘涛等，2023；卢文秀和吴方卫，2023），这会掩盖工资收入中的户籍歧视

现象。通过对比表 6与表 3中是否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的OLS估计系数以及表 6与表 4中是否农

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的DML估计系数可以发现，使用全年工资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确实有可能低

估农业户籍对农民工工资的负面影响。这也说明，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就业方面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收

入层面，也表现在就业质量层面。农民工更有可能通过较长的劳动时间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这会

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全年工资收入中反映出来的户籍歧视程度。因此，实际的户籍歧视效应可能比表 6

结果所展示出来的更大。

表 6 农业户籍对劳动者全年工资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全年工资收入

2012－2015年 2017－2021年

OLS OLS DML DML OLS OLS DML DML

（1） （2） （3） （4） （5） （6） （7） （8）

是否农业户籍 −0.012 −0.030 −0.062*** −0.037**

（0.020） （0.019） （0.018） （0.019）

是否迁移人口 0.138*** 0.173*** 0.127*** 0.138***

（0.020） （0.019） （0.019）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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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续）

外地城镇户籍 0.156*** 0.171*** 0.101*** 0.101***

（0.028） （0.027） （0.028） （0.028）

本地农业户籍 −0.004 −0.038* −0.072*** −0.055***

（0.021） （0.020） （0.020） （0.020）

外地农业户籍 0.117*** 0.130*** 0.074*** 0.099***

（0.026） （0.026） （0.026） （0.026）

观测值 10044 10044 10044 10044 9767 9767 9767 9767

调整后的R2 0.364 0.364 0.099 0.099 0.368 0.368 0.079 0.079

注：①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②***、**和*分别表示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③DML估计结果为DML

估计的最后一步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全年工资收入Lasso估计的交叉拟合残差，每个解释变量均为对应Lasso估计的交

叉拟合残差。

2.调整交叉拟合方法。为降低过度拟合偏差对DML估计的影响，本文遵循Chernozhukov et al.（2018）

的建议，采用交叉拟合估计方法。交叉拟合需要将总样本分割成若干份，为验证本文的基本结论和样

本分割份数无关，本文进一步考察其他样本分割份数下的估计结果。由于总样本分割份数越多，估计

过程越耗时，本文仅考虑了 5等分、7等分和 9等分这 3种分割方式
①
。结果表明，无论采取哪种分割

方式，是否农业户籍和本地农业户籍对农民工各类收入基本表现出负向影响。而且，是否农业户籍和

本地农业户籍对小时工资的负向影响最大，对全年收入的负向影响最小。这些结果均和前文的基本结

论一致。

3.使用其他机器学习算法。另一个可能影响本文结论的问题是机器学习算法的选择。前文用Lasso

方法进行DML估计，但理论上DML的机器学习环节也可以用其他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算法。为证明

本文的基本结论和学习算法选择无关，本部分采用其他常规算法重新估计表 4、表 5和表 6中对应方

程的结果。表 7展示了随机森林、岭回归和弹性网络这三种除Lasso外常规的机器学习算法用于DML

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改变机器学习算法对本文的基本结论没有造成明显的影响。

表 7 机器学习算法选择对DML估计结果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机器学习

算法

2012－2015年 2017－2021年

小时工资 全年收入 全年工资收入 小时工资 全年收入 全年工资收入

（1） （2） （3） （4） （5） （6）

是否

农业

户籍

随机森林 −0.071*** −0.013 −0.031* −0.101*** −0.046*** −0.054***

（0.020） （0.018） （0.018） （0.021） （0.018） （0.018）

岭回归 −0.043** −0.008 −0.023 −0.061*** −0.020 −0.028

（0.021） （0.019） （0.019） （0.021） （0.018） （0.019）

弹性网络 −0.039* −0.006 −0.023 −0.062*** −0.021 −0.029

（0.021） （0.019） （0.019） （0.021） （0.018） （0.018）

①
实践中通常采用较小的样本分割份数，例如，Chernozhukov et al.（2018）在经验分析环节将总样本划分为 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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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本地

农业

户籍

随机森林 −0.062*** −0.011 −0.030 −0.106*** −0.058*** −0.068***

（0.022） （0.019） （0.019） （0.023） （0.019） （0.020）

岭回归 −0.036 −0.007 −0.022 −0.058** −0.036* −0.048**

（0.022） （0.020） （0.020） （0.023） （0.020） （0.020）

弹性网络 −0.036 −0.006 −0.022 −0.060*** −0.032* −0.044**

（0.022） （0.020） （0.020） （0.023） （0.019） （0.020）

注：①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②***、**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4.审查潜在遗漏变量的影响。遗漏重要变量导致模型无法满足CIA，是识别户籍歧视的最大挑战。

本文采用DML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借助机器学习算法，从包含大量控制变量的灵活模型中识别出最

佳模型，从而准确估计是否农业户籍或本地农业户籍两个核心变量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换言之，采

用DML估计应该能更好地满足CIA。劳动者在不同户籍状态下的潜在收入永远无法完全被观测到，

所以CIA无法直接验证。但是，可以利用Oster（2019）提供的系数稳定性检验方法间接判断DML估

计和传统OLS估计哪个更有可能满足CIA。Oster检验无法直接应用于DML估计结果，因此，本文

借鉴Bonaccolto-Töpfer and Briel（2022）的做法，用OLS估计（4）式，但控制变量调整为DML估计

结果中所有系数不为 0的变量，以此判断DML是否能够达到更好的变量选择效果。

表 8是Oster检验结果，前两行分别对应表 4（2）列和（4）列的Oster检验，后两行分别对应表

3（4）列和（8）列的Oster检验。从后两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Beta边界检验还是Delta检验，都

有强烈的证据表明OLS结果是不稳健的。以 2012－2015年样本的OLS估计结果为例，Oster集不仅

包含了 0，也没有完全落在 ̂ 的 99.5%置信区间之内。此外， 估计值为 0.118，说明遗漏变量的重要

性只要达到观测变量重要性的 0.118倍，就有可能在真实户籍歧视为 0的情况下看到表 3的结果。遗

漏变量的重要性相当于观测变量的 0.118倍这一要求很低，所以对应的OLS估计结果很有可能是不可

信的。2017－2021年样本的估计结果中虽然Oster集更小并且 估计值更大，但仍然不能排除遗漏变

量会影响本文结论的可能性。而在对DML估计结果的Oster检验中，2017－2021年样本的估计结果

顺利通过了Oster检验。 估计值为 1.728说明，遗漏变量的重要性需要达到观测变量重要性的 1.728

倍，才有可能导致在真实户籍歧视为 0的情况下错误地估计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不为 0的结果。由于

本文已经控制了大量个体、工作和家庭背景层面的特征，遗漏变量依然如此重要的可能性并不大。换

言之，DML估计结果因遗漏变量导致结果不可信的可能性不大。2012－2015年样本的估计结果虽然

没有通过Oster检验，但估计结果受遗漏变量严重影响的证据并不明显。具体来说，2012－2015年样

本估计结果的Oster集在 ̂ 的 99.5%置信区间内，且Oster集的上界只是略微超过 0， 估计值也非常

接近 1。因此，有理由相信DML估计违背CIA的可能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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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Oster遗漏变量偏误检验结果

估计方法 样本期
Beta边界检验 Delta检验

Oster集 ̂ 的99.5%置信区间 是否通过  是否通过

DML
2012－2015年 [−0.051, 0.001] [−0.114, 0.013] 否 0.992 否

2017－2021年 [−0.068, −0.040] [−0.134,−0.003] 是 1.728 是

OLS
2012－2015年 [−0.032, 0.283] [−0.093, 0.029] 否 0.118 否

2017－2021年 [−0.093, 0.161] [−0.158,−0.027] 否 0.428 否

前文分析表明，以往的户籍歧视研究中使用的模型可能无法满足CIA。这意味着OLS、PSM和

Oaxaca-Blinder分解等基于CIA的常规研究方法在识别户籍歧视时均存在一定缺陷。当CIA不满足时，

工具变量估计是常见的识别策略之一。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工具变量，这一识别策略在户籍歧视问题中

鲜有使用。Lewbel（2012）提供了一种基于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的思路。为保证所构造的工具变量为

有效工具变量，参照Lewbel（2012）的建议，本文选择家庭背景、性别、年龄等比较外生的控制变量

为构造工具变量的基础变量。表 9是 Lewbel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所有结果中本地农业户籍的系数均

小于 0，且大部分结果均在 10%以上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本地农业户籍对劳动力收入仍有显著负向

影响，这些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前面的基本结论。此外，从表 9各列的估计系数看，本地农业户籍对劳

动力收入的负向影响均大于前文中对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这一结果说明OLS估计可能低估了户籍歧视

的效应，这也和DML估计得出的结论一致。此外，从表 9的Hansen J统计量看，所有模型均通过了

过度识别检验，说明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是可靠的。

表 9 Lewbel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2012－2015年 2017－2021年

小时工资 全年收入 全年工资收入 小时工资 全年收入 全年工资收入

外地城镇户籍 0.098 0.211*** 0.212*** 0.059 0.102** 0.096**

（0.068） （0.061） （0.062） （0.053） （0.044） （0.045）

本地农业户籍 −0.056 −0.081* −0.082* −0.150* −0.199*** −0.191***

（0.059） （0.049） （0.049） （0.079） （0.068） （0.069）

外地农业户籍 0.086 0.112* 0.122** −0.003 −0.034 0.007

（0.072） （0.059） （0.059） （0.099） （0.085） （0.087）

观测值 8767 10044 10044 8570 9767 9767

调整后的R2 0.384 0.364 0.362 0.352 0.377 0.365

Hansen J统计量 45.752 45.928 52.211 55.795 52.898 51.448

Hansen J统计量p值 0.441 0.434 0.214 0.130 0.196 0.236

注：①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②***、**和*分别表示 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

（三）Oaxaca-Blinder分解

当CIA成立时，Oaxaca-Blinder分解也可以给出对户籍歧视效应的无偏估计。与前文Oster检验中

的做法相同，为让Oaxaca-Blinder分解更好地满足CIA，本文参照现有研究（Bonaccolto-Töpfer andB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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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Bach et al.，2024）的做法，将（6）式的Lasso估计中系数不为 0的解释变量和（5）式的Lasso

估计中系数不为0的解释变量合并，作为Oaxaca-Blinder分解中的解释变量。表10展示了Oaxaca-Blinder

分解结果。表 10结果表明，2012－2015年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小时工资、全年收入和全年工资收入差距

中不可解释部分占比分别为 15.851%、3.585%和 8.843%，全年收入差距中的不可解释部分占比较低，

而小时工资差距中的不可解释部分占比较高。2017－2021年样本的估计结果也呈现类似的结论。总体

而言，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中大约有 8%～15%的部分不可由个体特征差异解释。这说明，户

籍歧视导致的城镇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仍然存在，更没有证据表明农业户籍人口受到优待。和以往

研究结论相比，现阶段城镇职工与农民工收入差距中的户籍歧视成分有所下降，且主要表现在小时工

资层面。

表 10 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

组成部分
2012－2015年 2017－2021年

小时工资 全年收入 全年工资收入 小时工资 全年收入 全年工资收入

总差异 −0.443 −0.311 −0.318 −0.449 −0.328 −0.325

可解释部分 −0.373 −0.300 −0.290 −0.381 −0.300 −0.291

不可解释部分 −0.070 −0.011 −0.028 −0.068 −0.028 −0.035

不可解释部分占比（%） 15.851 3.585 8.843 15.239 8.514 10.616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收入快速上升，城镇职

工和农民工的收入差距中无法用劳动者特征差异解释的部分逐渐下降。换言之，劳动力市场针对农业

户籍劳动者的歧视现象正在消失。然而，最近的研究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是否仍然存在户籍歧视、

农业户籍劳动者是否确实受到了优待等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利用因果机器学习理论的最新识别

策略和CGSS的最新6轮调查数据，重新对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收入差距中的户籍歧视现象进行了检验。

经验分析发现，以往研究关于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收入差距中是否存在户籍歧视的结论存在争议的

主要诱因有两点：一是未充分考虑迁移溢价对户籍歧视识别的潜在干扰；二是实证研究中采用了基于

CIA的识别方法，但数据不能很好地满足CIA，导致对户籍歧视的识别存在偏误。针对上述问题，本

文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将迁移因素纳入模型，二是采用因果机器学习体系下的DML估计策略。本

文研究发现，迁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户籍歧视效应。DML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中

仍然存在比较显著的户籍歧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全年总收入差距中户籍歧视成分较低，统计上的

显著性也较低；在小时工资差距上，户籍歧视表现得更加强烈，统计上也更显著。本文用Oster检验

证实了DML识别策略确实可以让模型违背CIA的可能性更低，Lewbel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也进一步证

实了针对农业户籍劳动者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本文在DML估计基础上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

法测算了户籍歧视因素在农民工和城镇职工收入差距中的解释能力，结果表明，农民工和城镇职工收

入差距之中仍然有 8%～15%的部分是由户籍歧视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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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层面看，本文的结论进一步支持了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这一观点。这也意味着，实质性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仍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点任务。首先，要加强制

度建设，建立和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次，要进一步规范劳动

力市场运行机制，破除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保护劳动者权益。最后，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

培训，最大程度防止“前市场歧视”传导为最终的户籍歧视。

本文仍存在可完善和可推进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只考察了平均收入水

平上的户籍歧视，没有进一步延伸到整个收入分布的其他位置，未来的研究可将DML方法拓展到收

入分布不同位置上的户籍歧视识别。第二，本文只探讨了收入层面的户籍歧视问题，没有考虑就业、

职业选择等其他方面的户籍歧视，未来的研究可以将DML方法拓展到劳动力市场的多个方面或更一

般的就业层面的户籍歧视。第三，因果机器学习理论的快速发展为大量因果识别问题提供了新方向，

本文是因果机器学习方法在实践中运用的初步尝试，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该方法的运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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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IncomeGapCaused byHukouDiscrimination Still Exist?
A Re-discussion Based onMachine LearningMethods

JIANGQiuchuan LUYuanping

Abstract: Changes in the supply-demand structure of China’s labor market have led to a new trend i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employees, sparking increasing debates on whether Hukou-based discrimination still exist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phenomenon of Hukou-based discrimination i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employees

using a doubly debiased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veal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Migration premium

interferes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Hukou-based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of Hukou-based discrimination becomes

more apparent after accounting for the factor of migration premium. (2) After applying the doubly debiased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to select models that better meet the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 the 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aborers’ hourly wage income, the annual total income and the annual wage income, with a mor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hourlywage income. (3) TheOaxaca-Blinder decomposition, corrected by doubly debiasedmachine learning,

indicates that approximately 8% to 15%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employees can be attributed to

Hukou-based discrimination. (4) The Oster test confirms that the estimation of doubly debiased machine learning is more reliable

than the OLS estimation, and the doubly debiased machine learning estimation and Lewbel’s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under

different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lsodemonstrate the robustness of the conclusions drawn in this paper.

Keywords:HukouDiscrimination;MachineLearning; IncomeGap;Migrant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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